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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以下

简称疫情）打破了全国人民的正常生活。对个体而

言，应对疫情的扩散固然需要做好自身防护，但更加

高度依赖政府的防控措施。根据系统合理化理论的

观点，个体对某个系统的高依赖会提高其系统合理

信念（system-justifying belief），即民众越认为自身的

结果依赖于所处的系统则会越相信该系统是正当

的、合理的 [1]。系统合理信念可以显著正向预测生

活满意度，同时显著负向预测焦虑和抑郁 [2]。因

此，在疫情期间可以起到缓解民众不确定性、恐慌

和焦虑的作用。而疫情的迅速发展也暴露了一些社

会问题，这反而可能会让民众对社会系统和政府的

信心、信任程度下降。那么在疫情发展的上升期，民

众对社会系统的依赖是否还会带来系统合理信念的

提高？

系统合理化理论提出，人们普遍存在合理化和

维护社会现状的动机 [3]，在态度和认知层面表现为

系统合理信念[4]。系统依赖（system dependence），即

个体认为系统对自身结果的影响程度，正是影响系

统合理信念的重要因素之一 [1]，但以往研究对二者

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

基于动机视角的理论观点，如果个体高度依赖

于某个系统，系统的不合理或者对系统的质疑就会

带来极大风险，所以为了减少存在性焦虑，人们会有

一种合理化该系统的动机 [5]。实证研究也发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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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程度低的系统相比，人们会对自己依赖程度高

的系统有更强的维护其合理性的动机[1]。在阅读了

强调政府对个人成就和幸福感有极大影响的材料

后，被试会更加支持政府的政策[6]。因此，疫情暴发

后，人们可能会更加相信个体需要依赖所处的社会

系统特别是政府来应对，这种依赖可能提升民众维

护系统正当性、合理性的动机，并表现为系统合理信

念的上升。

然而从认知视角来看，民众的政府依赖也有可

能降低系统合理信念。期望差异理论认为，民众的

满意度 感知质量－民众期望[7]。也就是说，对政府

的满意度依赖于感知到的政府表现质量超出期望的

程度。汶川地震后针对政府满意度的调查也发现，

民众的高期望会造成对政府的满意度降低 [8]。因

此，面对疫情的迅速发展，系统依赖较高的个体可能

对政府所需承担的责任抱有更高的期望；而在感知

质量相当的情况下，系统合理信念可能就会更低。

基于此，政府责任归因可能在系统依赖负向预测系

统合理信念之间起中介作用。

疫情上升期民众系统依赖的提高，会增加对政

府的责任归因（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根据情

境危机沟通理论，人们在遭遇突发事件时，总是会去

寻找事件发生的原因和责任归属，即进行责任归因，

而对责任主体可控性和能力的感知会正向影响责任

归因程度[9]。高系统依赖的个体往往更加倾向于认

为政府对疫情是具有控制力的，因此可能会更强调

疫情防控中政府的责任[10]。同时，对于认为社会系

统对自身结果具有决定作用的个体而言，政府防控

疫情不力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威胁和损失，他们对

系统中出现的问题更加敏感，也更加不能接受犯错
[11]。因此在疫情急速发展的上升期，系统依赖越高

则对政府作出的责任归因可能越多。

民众对政府的责任归因又会进一步削弱对政府

的正向认知和态度。例如，当认为事件是由组织的

原因所引发时，公众会对组织产生更少的支持性信

念与行为 [9]。在一项研究中，当被试主动将事故责

任归因于相关组织时，进一步导致了被试对组织的

反对和批评[12]。因此，本研究假设，政府责任归因可

能起到中介作用：即疫情上升期民众系统依赖的上

升会提高对政府的责任归因，进而降低系统合理信念。

围绕系统合理信念的研究发现，动机路径和认

知路径可以同时发挥作用[13]。基于上述分析，在疫

情上升期可能存在两种方向相反的效应：动机层面，

为了缓解焦虑等消极情绪，高系统依赖的个体系统

合理化动机更强，即系统依赖正向预测系统合理信

念（假设1）；认知层面，高系统依赖的个体会更加强

调政府对疫情的责任从而损害系统合理信念，即系

统依赖通过政府责任归因负向预测系统合理信念

（假设2）。本研究认为系统依赖对系统合理信念的

正向直接效应（动机层面）和负向间接效应（认知层

面）可能同时存在，并可以通过统计分析进行分离。

统计学者将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的方向相反而导致

总效应不显著的现象称作“遮掩效应”，并将其视作

广义中介效应的一种[14]。国内外均有心理学研究发

现了此类效应 [15，16]。本研究假设，政府责任归因在

系统依赖和系统合理信念之间存在“遮掩效应”（假

设3）。
然而，上述假设虽然可以回答系统依赖如何影

响系统合理信念的问题，却不能回答两者间的关系

在疫情的情境下是否有其特殊性，或者是否受到疫

情严重程度的影响，本研究进一步引入“风险感知”

（risk perception）作为调节变量。

风险感知是人们对所面临的风险作出的主观认

识和判断 [17]，或者说是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和知觉。

风险感知既存在个体差异，也会随疫情发展而波动，

影响其他心理活动。当个体感知到较高的疫情风险

时，往往会更加倾向于依赖社会系统，但根据前文的

分析，系统依赖的上升未必会提升民众的系统合理

信念。而与此同时，疫情上升期民众的风险感知也

可能调节系统依赖对系统合理信念的作用。

风险感知调节动机层面的直接效应。当感知到

疫情风险较高时，越依赖系统的个体，系统不合理所

带来的心理压力就会越大，比如对于底层民众，如果

社会系统不是公正的合理的，那么就无法帮助他们

抵御疫情的威胁，此时通过系统合理化缓解消极情

绪的动机会更强[18]。同时，高风险也会暴露出个体

对疫情的相关信息掌握不足，而当人们面对不了解

的问题时，系统依赖会增加系统合理化和政府信任
[19]。因此，相较于风险感知较低的个体，高风险感知

的个体系统依赖对系统合理信念的直接效应更强

（假设4）。
风险感知调节认知层面的间接效应。以往研究

发现，当突发事件带来严重后果时，民众会做更多的

责任归因[20]。在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系统依赖可

以正向预测政府责任归因[21]。因此，当感知到疫情

风险较高时，高系统依赖的人会更加强调政府的责

任，进而导致更低的系统合理信念。而当感知到疫

情风险较低时，无论是否依赖系统，个体进行责任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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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的倾向都比较低，对系统合理信念的影响也较

小。因此，相较于风险感知较低的个体，高风险感知

的个体系统依赖对政府责任归因的预测作用更强，

政府责任归因的间接效应也更强（假设5）。
综上，基于系统合理化理论和情境危机沟通理

论，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在疫

情上升期系统依赖与系统合理信念的关系及其作用

机制（如图1所示）。

风险感知

政府责任归因

+ -

系统依赖 + 系统合理信念

图1 系统依赖与系统合理信念的关系模型

1 方 法

1.1 被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新冠疫情期间民众社会心

理调查”数据库，采用便利抽样和滚雪球抽样，被试

在 2.11-2.12期间通过腾讯问卷平台作答。剔除用

时过短（每题平均不足3秒）和注意力检测题作答错

误的问卷后有效问卷933份，其中男性582人，平均

年龄29.61±8.17岁。

1.2 研究工具

系统依赖的测量问卷改编自Shepherd和Kay编
制的系统依赖量表 [19]，包括 3个题项，如“为了彻底

摆脱此次疫情的威胁，我们非常依赖政府改善当前

困境。”采用7点计分（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意），

将3个项目（α=0.64）的平均分作为系统依赖水平的

指标，得分越高，表示系统依赖水平越高。

系统合理信念的测量问卷改编自一般系统合理

化水平量表 [22-24]，选取其中 3道题并改编为疫情情

境，题目如“从此次疫情的应对来看，中国社会整体

是公平的。”采用7点计分（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

意），其中1个项目为反向计分，将3个项目（α=0.66）
的平均分作为系统合理信念的指标，得分越高，表示

系统合理信念水平越高。

政府责任归因的测量，要求被试对影响疫情扩散

的因素的重要性进行评分，其中政府责任归因包括3
个题项，采用7点计分（1=非常不重要，7=非常重要），

将3道题（α=0.70）的平均分作为政府责任归因的指

标，得分越高，表示对疫情的政府责任归因越高。

风险感知的测量问卷改编自灾害风险感知量表
[25]，包括 6个题项，如“疫情在多大程度上威胁你或

家人的生命安全？”采用7点计分，将6道题（α=0.63）
的平均分作为风险感知的指标，得分越高，表示感知

到疫情给个人造成的风险程度越高。

2 结 果

2.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如表 1所

示。结果显示，系统依赖与政府责任归因显著正相

关，政府责任归因与系统合理信念显著负相关，系统

依赖与系统合理信念的相关不显著。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N=972）

注：***P<0.001。
2.2 直接效应与遮掩效应检验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对中介分析的建议[14]，即

使变量间的总效应不显著，间接效应仍可能存在，此

时应当以遮掩效应立论，且遮掩效应属于“广义的中

介效应”，可以使用与中介效应相同的检验流程和方

法。因此本研究中根据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对所

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 SPSS 宏程序 PRO⁃
CESS的模型 4进行检验。根据Hayes的建议 [26]，使

用偏差矫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检验（抽取

5000个样本）。结果显示，系统依赖对系统合理信

念的直接效应显著 β =0.10，SE=0.03，t=3.24，P=
0.001，95% CI=[0.04, 0.15]，假设 1成立；政府责任归

因的间接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06，Boot SE=0.01，
95% CI=[-0.09, -0.04]，Z=-4. 48，P<0.001，假设 2成

立；同时纳入系统依赖的直接效应和政府责任归因

的中介效应后，系统依赖对系统合理信念的总效应

不显著，β=0.03，SE=0.03，t=0.80，P=0.423，95% CI=
[-0.04, 0.09]，假设3成立。

2.3 风险感知的调节效应检验

对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使用PROCESS中
的模型 8检验风险感知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见

表2），系统依赖与风险感知的交互项对政府责任归

因的预测作用显著；但这一交互项对系统合理信念

变量

1. 系统依赖

2. 政府责任归因

3. 系统合理信念

4. 风险感知

M
5.12
4.23
5.57
4.65

SD
1.26
1.46
1.15
0.94

1

0.15***
0.03
0.19***

2

-0.44***
0.28***

3

-0.16***

4

··831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29 No.4 2021
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假设4不成立；有调节的中介模

型显著，index=-0.03，Boot SE=0.01，95% CI=[-0.06,
-0.01]。

为进一步解释系统依赖与风险感知对政府责任

归因的交互作用，简单斜率检验发现：风险感知低分

组（M-1SD）的系统依赖对政府责任归因的作用不显

著，βsimple=0.02，SE=0.05，t=0.43，P=0.669，95% CI=[-
0.07, 0.11]，政府责任归因的间接效应不显著（见表

3）；而风险感知高分组（M+1SD）的系统依赖对政府

责任归因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simple=0.19，SE=
0.05，t=4.12，P<0.001，95% CI=[0.10, 0.28]，政府责任

归因的间接效应显著（见表 3）。以上结果表明，风

险感知可以调节政府责任归因的间接效应：风险感

知较高时，系统依赖可以通过正向预测政府责任归

因而负向预测系统合理信念；风险感知较低时，该效

应不显著，假设5得到支持。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政府责任归因

系统合理信念

预测变量

系统依赖

风险感知

系统依赖×风险感知

系统依赖

风险感知

政府责任归因

系统依赖×风险感知

整体拟合指数

R
0.30

0.45

R2

0.09

0.21

F
31.68***

120.32***

回归系数显著性

β
0.10
0.25
0.08
0.10

-0.06
-0.44
-0.001

95%CI
下限

0.04
0.19
0.02
0.05

-0.12
-0.50
-0.06

上限

0.17
0.31
0.14
0.16
0.005

-0.38
0.05

t
3.22**
7.81***
2.62**
3.49***

-1.81
-14.47***
-0.04

表3 在风险感知不同水平上政府责任归因的间接效应

3 讨 论

本研究揭示了疫情上升期间系统依赖与系统合

理信念的关系，从动机和认知两个视角回答了系统

依赖如何影响系统合理信念，揭示了政府责任归因

的遮掩效应；同时也回答了系统依赖与系统合理信

念的关系如何受到疫情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对于

了解疫情上升期民众的社会心理特征及作用机制具

有一定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以往研究发现，系统合理信念对于负性情绪有

一定的缓冲作用[27]。疫情期间，民众不可避免的出

现悲伤、绝望、抑郁和焦虑等消极情绪 [28，29]，此时更

加需要关注系统合理信念的影响机制。本研究发

现，疫情中民众的系统依赖对系统合理信念的作用

并非简单的促进或削弱，而是存在两种不同路径。

在动机路径，系统依赖可以提升系统合理信念；而在

认知路径，由于系统依赖会增加对政府的责任归因，

反而降低系统合理信念。以往研究中也发现了在系

统合理信念的影响因素中，同时存在动机和认知两

种相互独立的机制[13]。基于系统合理化理论对系统

合理信念的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的探讨大部分是从

动机视角出发，比如个体控制感的缺失会激活系统

合理化动机，从而提高系统合理信念 [5]。本研究发

现系统依赖对系统合理信念的直接效应为正向，与

该观点一致。但也有学者从认知视角对系统合理化

开展研究，比如Hussak和Cimpian发现个体会对某

个系统中的不平等现状进行内在启发式的归因解

释，这导致他们对系统现状有更多的合理化[30]。本

研究关注了对于疫情的责任归因这一认知因素，发

现系统依赖可以通过增加对政府的责任归因从而降

低系统合理信念，这与情境危机沟通理论的观点相

一致。

研究中发现，风险感知对直接路径的调节作用

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系统依赖的动机作用不易受

到认知层面的影响[31]。即使是认为疫情风险较低的

情况下，质疑自己所依赖的系统的合理性正当性也

会威胁到个体的认识、存在和关系需要[3]，因此这一

动机并不会随着疫情风险的提高而发生大的波动。

研究证实了风险感知对政府责任归因间接效应的调

节作用：对风险感知较高的个体，越依赖系统就会越

强调政府在疫情中的责任，进而削弱系统合理信念；

而对风险感知较低的个体，该效应不成立。这也表

明，在风险感知较低的时候，只有系统依赖对系统合

理信念的直接效应，也就是动机路径起作用；而当人

们感知到了较高的风险时，进行责任归因的倾向也

表2 风险感知调节政府责任归因在系统依赖与系统合理信念之间间接效应的回归分析

注：**P<0.01, ***P<0.001；模型中各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带入回归方程。

风险感知

M -1SD
M
M+1SD

间接
效应值
-0.01
-0.05
-0.08

Boot SE
0.02
0.02
0.02

Boot 95%CI
下限
-0.05
-0.07
-0.13

Boot 95%CI
上限
0.04

-0.02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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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32]，此时，越依赖系统的个体，就会越强调政府

的责任，从而降低了系统合理信念。此外，研究中也

发现风险感知可以正向预测系统依赖，当人们感觉

到疫情风险很高时，往往会更加依赖政府和社会的

力量。

本研究在以往关于系统依赖与系统合理信念研

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责任归因在其中的作用，

对系统合理化理论进行了拓展。同时结合疫情发展

这一特殊社会情境，发现在高疫情风险感知情况下

政府责任归因的间接效应，对政府的疫情防控工作

也有一定的启示：疫情风险越高，就越需要政府采取

强有力的防控措施，来避免由于政府责任归因而导

致的系统合理信念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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